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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体制转型

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

(1978 － 1996) *

吴愈晓

提要:使用一个 1996 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

(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探讨了 1978 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

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本

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

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旧式精英”( 解放

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

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

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旧
精英的后代的选择趋同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他们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无法

清晰把握时的一种选择理性，而改革后期他们非农化道路的分野则充分体现

了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家庭背景(或精英文化因素) 影响的。基于这

些发现，作者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指出除了当前学界讨论较多

的权力和人力资本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

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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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社会

变迁之一。关于这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社会后果，国内外社会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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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主要的

研究视角。其一是制度主义分析视角，关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制度变 迁 对 社 会 分 层 和 流 动 模 式 的 影 响，其 代 表 是 倪 志 伟 (Nee，

1989a)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转型使权力从再分配者向直

接生产者转移，并为生产者提供了更多的激励( 具体体现为人力资本

回报的上升);另一方面，市场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使许多有企

业家精神的人通过市场实现经济上的成功，走向社会上层;而相对于新

生的经济精英，权力精英的影响力日益式微。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很大

的争议，一些学者基于相反的经验结果提出了反对的理论观点，如“权

力维续论”(Bian ＆ Logan，1996)、“权力转换论”(Róna － Tas，1994) 以

及“政治和市场共进论”(Zhou，2000)，这些观点都强调市场化过程中

再分配权力因素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①

另一种研究视角可被称为结构主义分析视角，主要关注市场化过

程中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对社会分层造成的影响。
魏昂德(Walder，1996) 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

疑，认为制度变革( 市场转型) 与社会分层机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

系;“市场转型”理论争论过于关注制度变迁，从而忽略经济发展，以及

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一些研究显示，1980
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工薪职

业种类和自雇经营的机会，而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中各

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Oi，1989;Walder，2002a)。戈伯和豪特

(Gerber ＆ Hout，1998)的研究也表明，苏联解体之后，休克疗法导致劳

动力市场结构急速变化，促使人们就业模式转型，进而影响社会的不平

等结构。
但是，无论是制度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分析视角，都体现了较强的结

构主义取向。亦即是说，在这两种范式中，个人完全是被动的，其行为

或命运的选择完全由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形塑或决定。然而这种强烈的

理论预设是违背社会现实的，因为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者是能主动积极

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应对制度或结构变化的。因此，在社会研究中，忽

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得出的结论

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性的(Blau，1977;Blalock，1991)。近年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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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市场转型理论”争论，请参考边燕杰主编，2002 和刘欣，2003。



究转型社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宏

观层次的制度或结构转型与个人之间不平等模式变化间的中间过程。
在经验上，这种研究旨趣主要体现为关注在新的机会结构下，劳动力向

新兴市场部门的转移或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精英群体)

之间的流动，以及这些过程对个人不平等模式的影响 (Wu ＆ Xie，

2003;Walder，2002b，2003;吴晓刚，2006，2008)。吴晓刚(2006)将这种

研究视角定义为“机会—流动论”视角。简单说来，这种研究视角将社

会过程带回分析框架，着重强调“在转型经济中，个体怎样通过在不同

的社会位置之间流动来应对改变了的机会结构的过程”。
“机会—流动论”视角无疑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然而这一视角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此视角虽然关注个人在机会

结构变化时的行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机制，但是在理

论解释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突破“市场转型理论”中的“权力和市场”
二元分析框架，即在解释变量方面仍然主要关注再分配权力因素与市

场因素(如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体制改革

以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是全方位的，因此，对权力和市场因素的过度关注

将忽视其他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其次，在探讨转型期社会

分层和流动的时候，大多数研究都只关心代内流动，特别是从再分配体

制下的政治精英到转型期的企业家精英的流动，从而忽略了经典的社

会流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代际流动，即社会不平等的代际

传承。
本文将沿用机会—流动论的研究视角，即关注中国农村居民在经

济体制改革以后，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如何积极应对因市场化或工业化

造成的机会结构的变化并进入农村社会上层的过程。但是在分析策略

上，本文将尝试突破已有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我强调代际流动，关注

祖父或父辈在改革前甚至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改革后其子或孙代

地位获得的影响。其次，在理论解释方面，我将突破“权力与市场”二

元分析框架，引入一个影响个人地位获得和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

因素———文化 因 素。具 体 说 来，我 将 检 验 两 种 截 然 不 同 的 精 英 文

化———旧式精英文化(1949 年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精英) 和新式精英

文化(1949 年至 1978 年再分配体制中的农村精英)———对改革后中国

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这种研究策略不仅可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同时还有两个长处:一是可衔接市场转型研究与经典的社会分层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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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研究范式，从而将关注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研究传统中进行讨论;

二是可以将本研究置于一个更久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同时考察中

国 20 世纪发生的两次最重大的社会变革(40 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70 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当前中国农民的生活机会。

二、市场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流动

关于转型社会精英流动的系统分析始于撒列尼对匈牙利家庭农场

的研究(Szelényi，1988)。撒列尼发现匈牙利 20 世纪 70 年代市场化改

革后，从事私有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上成功的，是在 40 年代( 社会主

义革命之前)拥有土地但被社会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

裔，而不是掌握再分配权力的干部阶层。基于此，他认为改革后新兴的

经济精英阶层来自社会的下层，特别是那些被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精

英地位的群体。撒列尼进而提出了“被中断的资产阶级道路”( inter-
rupted embourgeoisement)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集体化阶段是对原来资

本主义社会的中断，而市场化改革则使匈牙利社会恢复到了社会主义

革命前的历史轨迹上来(Szelenyi，1988)。
倪志伟(Nee，1989a) 借鉴了撒列尼的理论，并在对中国农村数据

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命

题———市场权力、市场激励和市场机会———组成。其中市场机会命题

体现了倪志伟关于精英流动的观点，即市场转型带来以市场为中心的

新的机会结构，开辟了不受再分配权力控制的新的向上社会流动渠道，

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通过市场成为经济精英，

走向社会上层 (Nee，1989a:667)。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里，倪志伟

(Nee，1989b)进一步指出农民企业家阶层构成了中国农村中的一股新

的势力，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同时分析了改革后中

国农民企业家的来源，发现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主要来自农村中具有更

多人力资本的人，如留守知青( 高教育程度) 或复员军人( 在军队里掌

握了一定的技术)，以及原来再分配经济时期的生产队干部(但在倪志

伟的解释框架里，这些生产队干部成为企业家并不是利用他们的再分

配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人力资本)。
比较系统地反对倪志伟观点的是罗纳塔斯(Róna － Tas，199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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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转换论”。这种观点认为，转型前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在社会主

义权力结构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转型后这些干部失去了政治权

力，但是他们积累的这些社会资源仍然存留着，因而在私有化过程中，

这些原来的权力精英可以借助这些社会资源将公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财

产，成为资本家(Róna － Tas，1994)。简单说来，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

治权力转换成了经济权力，转型前的权力精英变成了转型后的经济

精英。
宋时歌(1998) 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呼应了罗纳塔斯的“权力转换

论”，认为转型期间原来的权力精英确实更可能转换为农民企业家，并

从市场中获得经济利益，不过，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改革的后期。基于

此，他提出了“干部权力的延迟效应”的观点，认为改革的早期，由于干

部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中巨大的既得利益使之缺乏转向市场的激励，因

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干部权力真空，这使得大量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

成员有机会成为新兴的经济精英;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市场中的巨大

经济利益吸引了许多干部，使他们逐渐成为农村企业家的一个主要

来源。
但是，最近的几项研究并不支持宋时歌的观点。魏昂德(Walder，

2002b)的研究发现干部和非干部在成为农民企业家方面并没有显著

的差别，他的解释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干部职业有了较大的经

济回报，而经营私营企业要冒更大的风险，因此他们缺乏转换的动机。
吴晓刚(2006)的研究亦发现，在中国农村，干部转换成企业家的机率

与非干部相比总体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如果考虑时间的因素，其结论

刚好与宋时歌(1998)的发现相反，即:改革初期，干部成为农村企业家

的可能性最大，但从 1978 年开始，干部的优势随着改革的推进迅速

下降。
由此看来，已有的文献关于改革后中国农村经济精英的来源并没

有一个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我认为过去的研究在理论解释上过于

强调“权力—市场”的关系，同时在经验上过多专注于“干部—企业家”
的流动。具体地说，在探讨转型期地位获得或职业流动的时候，大多数

已有的研究仅仅将“农民企业家”作为农村中的新经济精英，并集中讨

论再分配权力对进入这个新经济精英阶层中的作用( 如 Nee，1991;宋

时歌，1998;Walder，2002b;吴晓刚，2006)。但事实证明，私营企业主并

不是市场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惟一的受益者，除他们外，农村中仍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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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他途径实现经济上的成功的阶层或职业群体。例如，由于快速工

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农村中的公共部门兴起，

产生了许多工薪就业的机会，并形成了一个经济回报较高的“工资劳

动者”阶层(Walder，2002a)。另外，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中的政

治精英可以不通过从事私营企业获取较高的经济回报。总而言之，已

有研究无论在解释框架还是目标主体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种

局限不利于我们全面理解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多方位的社会变迁。
本研究试图引入文化因素，以求突破上述研究之局限，深化对中国

市场转型中农村精英代际传承的认识。我认为，文化是制度和结构因

素之外影响个人生活机会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微观的社

会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文献

中，文化因素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确切地说，本文将检验家庭的精英

文化传统(或文化资本) 对改革后农村地区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关

于农村中的精英群体，本文不仅仅指私营企业主，同时也包括农村中其

他经济回报较高的职业群体如工资劳动者和农村干部。

三、社会变革与精英的代际传承:一个文化的视角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首先是 40 年代开始

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解放后近 30 年的共产主义试验，可以说颠覆了

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土地改革以后，传统中国农村的政治精英

阶层(如地主、乡绅或地方官员等) 被贴上“坏分子”的标签，变成了社

会底层，取代他们精英位置的是一个有“红色背景”(如党员、革命战争

中的功臣或烈士的家属，以及其他政治上的忠诚者) 的新精英群体。
这种新的阶级构成被后来一系列社会运动如“四清”和“文化大革命”
等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另外，在人民公社时期，所有个体或私有的经济

活动被全面禁止或被迫转入地下，传统社会的自雇或企业主阶层被改

造成为集体经济实体中的农民。
第二次社会变革就是当前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农村，这场改革使得人民公社制度解

体，并迅速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开始了一个“去集体化”的社

会进程。随之，原来被禁止的个体或私有的经营行为被解禁而且被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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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各种再分配经济下的体制壁垒也逐渐解体。伴随着制度转型和经

济发展，改革后的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我们不

禁要问:这种新形成的社会结构与解放前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会不会

有关联? 当集体化时期的政治标签被摘掉，而且面临着新的机会结构

的时候，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或他们的后代会不会复兴?

在对市场转型后匈牙利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撒列尼提出了

“被中断的资本主义道路”理论。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将匈牙利的市

场化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复兴。具体地说，在匈牙利 1948 －
1949 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匈牙利就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但

是这种进程被共产主义革命中断了，而市场化改革之后，匈牙利又回到

了革命前的社会轨迹上来。撒列尼提出这个理论的经验依据是他发

现，市场转型之后从事私有农场并取得成功的大多来自共产主义革命

前的私营企业主或他们的后代(Szelényi，1988)。为解释这一现象，撒

列尼提倡韦伯式的文化理论视角，并借用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

当私有财产被剥夺和私有经济活动被禁止的时候，文化资本代替物质

资本成为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的中间纽带或作用机制。
撒列尼的理论是否或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用来理解中国农村改革以

后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毕竟中国的情形与撒列尼的理

论所赖以建构的社会剧变的匈牙利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没有经历全面

的私有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农村的改革虽然发

端于底层农民的英雄壮举，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实现并最终

普及仍依靠最高决策层的同意和推广，即中国改革走的是自上而下或

上下结合的道路，政治权力并未被削弱。因此，市场改革后的农村社会

与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仍有连续性，而不是撒列尼笔下的匈牙利那样，

改革完全颠覆了再分配体制，造成社会断裂。由此看来，撒列尼的理论

在宏观的层面上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改革后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回复

到传统的社会轨迹上。但是，在微观的社会机制方面，他提出来的文化

资本的理论解释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体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社会不平等

再生产的重要作用机制。文化资 本 的 概 念 可 追 溯 至 韦 伯 (Weber，
1968)关于精英地位文化(elite status culture) 的阐述，布迪厄(Bourdi-
eu，1977，1997 /1983) 将它发展成为一套理论体系。根据布迪厄的解

释，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象征符号;个体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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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们的社会竞争力越强;由于精英家庭有更多的

文化资本，因此其成员更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精英等级和统治力;同时，

这种文化资本在家庭内进行代际传承，而这正是社会不平等代际再生

产的重要原因，即文化的再生产。关于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布迪厄认

为，精英家庭通过早期社会化等方式，将外在的财富或社会地位转化为

家庭成员的内在部分，成为一种惯习。① 另外，文化资本的保存和积累

比较顽固，不易受到外在结构和环境的影响(Swartz，1997;亦可参看李

猛，1999)。文化资本的理论被一系列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所验

证。②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研究发现，由于私有财产被剥夺和物质资

本的传承被禁止，文化资本在地位的代际传承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而且文化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力(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 也

更强(Ganzeboom et al. ，1990)。对 1949 年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也

表明，即使在宏观的政治环境剧烈动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丧失

的情况下，家庭文化资本也一直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Wu，

2008)。
因此，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逻辑，我认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以后，

旧式精英或新式精英的后代都更可能成为改革的收益者。他们继承了

家庭的精英文化资本，这有助于他们把握新的机会结构，成为改革后的

精英阶层。我称这种现象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对于旧式精英

家庭而言，他们的精英地位虽然被政治体制剥夺和压制，但是其精英文

化仍得以保存。③ 而当政治压制和体制枷锁一旦松开，这种精英文化

资本将帮助他们的后代迅速抓住新的机会，便利其回到社会的上层。
对于新式精英而言，改革前 30 年的再分配体制也可以让他们形成特定

的精英文化，而这种精英文化也会影响其后代在市场化改革后的职业

选择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如前所述，改革后中国农村新的精英阶层包括三种收入回报较高

的职业群体: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工资劳动者和干部群体。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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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惯习是布迪厄理论体系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可以被看作个人的一种特性或倾向，通过它，

外部的环境(经济或社会地位等)被内化并转化为个体的抱负( aspiration) 和期望( expec-
tation)(参见 Swartz，1997)。
关于对这些研究的述评，请参看 Lareau ＆ Weininger，2003。
这个观点是可以被一些定性研究的发现支持的。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再分配体制下，浙

江一些地区的手工业、商业，以及其他非农经营的传统一直未能被人民公社制度和国家

扼杀，而以地下的形式存在(张乐天，1998;蒋勤，2006)。



不论是旧式精英还是新式精英的后代，他们进入这些精英职业类别的

机率都比没有任何精英背景的人要高;但是，由于旧式精英和新式精英

的构成完全不同，因而其各自秉持的精英文化也不同，缘此，改革后他

们获得精英地位的路径便各有差别。首先，由于中国改革后政治制度

和权力结构的延续性，新式精英家庭在再分配时期积累的“政治或权

力文化”，将有助于其后代在改革后顺利进入村干部职业或在乡镇企

业，以及村庄的公共部门获得工薪职业的位置。另外，由于再分配经济

时期私有和个体经营方式是被禁止的，因此新式精英家庭缺乏“个体

经营文化”，而这种文化的缺失将不利于其后代在改革后进入私营企

业主或自雇职业类型。对于旧式精英家庭的后代而言，同样是因为改

革后政治体制的延续性，由于其缺乏政治资本因此不太可能进入农村

政治权力的中心，即其获得村干部职业的机会并不大，因此他们要获得

(或恢复)精英地位将主要通过进入私营企业或工薪职业的途径。基

于以上这些讨论，我提出以下研究假设来验证本文提出的“精英文化

的代际传承”观点:

假设 1: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或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比没有精

英背景的人更可能在改革后进入工薪职业类型。
假设 2: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比没有精英背景的人更可能在

改革后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类型，但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

并非如此。
假设 3: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比没有精英背景的人更可能在

改革后进入村干部职业类型，但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并没有这种

优越性。

四、数据、变量和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 1996 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抽样调

查(Treiman，1998)。该调查使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中国除西藏

外的所有省份的 20 － 69 岁的人口中，抽取了 6090 人的随机样本(其中

城市的样本量为 3087，农村的样本量为 3003)。该调查收集了大量关

于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史和职业经历的信息，而且值得特别指

出的是，此项调查收集了受访者祖父(和外祖父)、父亲( 和岳父) 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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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解放前的历史在内的生活史和职业经历的信息，这在目前可以获得

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中是惟一的。由于本研究关注解放前和解放后

(改革前)的家庭背景对改革后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因此，这是一个

回答本研究问题的最合适的数据资料。① 本研究主要考察农村居民改

革后的职业道路选择，因此只选用 3003 个农村个案样本作为研究

对象。
本文是研究 1978 至 1996 年间中国农村居民精英职业地位的获得

过程。这里所说的精英职业，是相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普通农民

而言，主要指农村中经济回报较高的职业。以往的研究表明，改革后中

国农村经济收入占优势的群体包括在乡镇企业或公共部门上班的工资

劳动者、自己创业的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者，以及拥有行政权力的农

村干部 (Nee，1989a，1996;Oi，1989;Walder，2002a，2002b，2003)。因

此，本研究的精英职业包括三个类型:(1) 非农业工资劳动者，指所有

在农业之外的部门工作并领取工资的人，如工厂工人、汽车司机、销售

人员、学校教师，以及集体或私营企业里的管理人员，等等;(2) 私营企

业主或个体户(自雇人士);(3)农村干部。
表 1 报告了 1996 年中国农村地区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民家庭年收

入情况。很明显，工资劳动者、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以及农村干部的

平均年收入(或中位数) 明显高于普通农户( 平均年收入为 6454 元)，

其中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的平均年收入最高，为 12301 元，几乎为普通

农民家庭收入的两倍，接下来是农村干部和工资劳动者家庭( 分别是

10870 元和 10273 元)。这些数据显示，本研究将这三类职业作为农村

中的精英职业类型是有充分的经验依据的。
为了检验改革后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不同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如

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本研究使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event his-
tory analysis)。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有效地处理时变变量

( time-varying covariates) 和数据的截删( censored cases) 问题(Allsion，

1984;Blossfeld ＆ Rohwer，2002)。具体的统计分析模型是离散时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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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可否认，本研究所用的数据资料略为陈旧，因为 1996 年(本数据收集的时间) 以后，中

国农村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它是目前惟一的一个能提供本研究所需要的关于

受访者祖父(外祖父)辈和父(岳父)辈详细生活史和职业经历等重要信息的数据库。另

外，如前所述，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渐进的、连续的，因此，分析本数据所

得出的研究结论，对理解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仍有基本的意义。



险模型(discrete time hazard model)，①该模型的方程是:

log p( t)
1 － p( t( ))

= δ( t) + b1x1 + b2x2 + … + bkxk

表 1 中国农村不同职业类型个人的家庭年收入情况(1996 年)

职业类型 年收入均值(元) 年收入中位数(元) 样本数

工资劳动者 10273 7000 437

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 12301 9000 222

乡村干部 10870 7480 64

普通农民 6454 4500 2269

总样本 7540 5000 2992

在上面的方程中，log p( t)
1 － p( t( ))

是指对某个特定的个体而言，事

件(这里指的是进入某种类型的精英职业) 在 t 时间点发生的机率

(odds)的自然对数形式。x1…xk 是指所有的解释变量。除了那些不会

随时间而变化的特征(如性别) 之外，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时变变量。
b1…bk 则是指每个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δ( t) 是一个时间函数，

它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定义。如果它被指定为一个常数，那这个

模型就等同于常见的事件史指数模型(exponential model);如果它被定

义为虚拟变量以测量不同的时间段，那这个模型就等同于考克斯模型

(Cox model); 它也可以定义为不同的时间函数形 式 ( 如 Gompertz，
Weibull 函数等等)。因此，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模型

设定，而且特别适合当时间间距较大( 如本研究是以年为单位) 的情

况。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估计结果与许多连续时间模型(con-
tinuous-time models)非常接近(Allison，1982)。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时

间函数 δ( t) 定义为一个常数。
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框架下，分析单位不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

某一特定时间(这里是以年为单位)里的事件(进入特定的精英职业类

型)。在本研究中，模型的初始时间被设定为 1978 年(那些在 1978 年

尚未开始工作的个案，初始时间则设定为他们开始工作的年份)，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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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模型在有的文章中亦被称作离散风险模型(见吴晓刚，2006)。



1996 年仍未进入特定职业类型的个案则被右截删( right-censored)。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不同历史时期———解放前(1949 年之前)

以及解放后改革前(1949 － 1977 年)———的家庭背景( 文化) 对受访者

改革后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这两个历史

时期的家庭背景。该变量根据受访者的祖父、外祖父、父亲或岳父在这

两个时期阶段的职业类型来测量。如果受访者的这些家庭成员中有人

曾经是解放前的政治精英(包括地主、乡绅，以及国民党的官员等) 或

经济精英(包括私营企业主或自雇职业者等)，那么我们称该受访者具

有旧式的精英家庭背景;如果受访者的以上家庭成员在 1949 － 1977 年

间曾经是政治精英(党员或村干部)或经济精英(主要是指集体企业的

管理人员)，我们称该受访者具有新式的精英家庭背景;那些既没有旧

式精英家庭背景又没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受访者，则是非精英家庭

背景。因此，在数据分析中，家庭背景这个变量是一个包括三类的类别

变量(1 = 旧式精英背景，2 = 新式精英背景，3 = 非精英背景)，其中

非精英背景是参照类。①

控制变量包括两组，一组是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

度和党员。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男性 = 1)。年龄是一个时变变量，

根据风险年(即进入目标职业类型的年份) 与受访者出生年份之间的

差值来测量。模型中同时加入年龄的平方项，以检验年龄的非线性效

应。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决定地位获得的重要决定因

素。由于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本研究用一个虚拟变量来测

量受访者的教育程度(高中或以上 = 1，高中以下 = 0)。党员是一个

虚拟变量(是 = 1)，代表了个人的政治身份及其拥有的政治资本。教

育和党员也都是时变变量，表示在风险年之前的个人特征。第二组控

制变量是地区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所在村庄的人均耕地数( 自然对

数)、村庄与省城的距离(自然对数)，以及区域虚拟变量(东部 = 1，中

部和西部 = 0)。村庄的人均耕地通常跟村庄的非农经济有关系，人

631

社会学研究 2010. 2

①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农村，新、旧精英群体的构成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新精

英的地位是从旧精英手中夺取而来的，而旧式精英则变成农村中的最下层(“地、富、反、
坏、右”的阶级成分划分中的“坏”)或普通农民。因此，很少会出现受访者同时具有旧式

精英和新式精英的情况。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只有极少数的个案是这种情况，而且在分析

的时候无论将他们归为任何一种精英背景类型都不会影响结果。为了研究的方便，我在

数据处理的时候将这些极个别的案例排除在分析样本之外。



均耕地越多的村庄，村民的生存压力较低，因而从事非农业经济的动机

和激励会较弱。与大城市之间的距离也是一个影响非农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离城市中心越近，非农经济发展的机会就会越多。另外，由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东部地区农村的非农

经济最发达，中部次之，西部最不发达，因此，为了估计农村居民进入非

农职业的效应，需要对不同的区域进行统计控制。

五、结果分析

在这部分，我通过事件史分析法和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分析中国农

村地区 1978 年至 1996 年间进入工薪职业、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以

及农村干部三种职业类型的影响因素，并主要关注两种精英( 旧式精

英和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对不同的目标职业类别，我单独建

立模型分别进行统计估计。如前所述，数据分析的目的不仅仅要验证

进入某一目标职业受到某些特定自变量的影响，而且要检验这些自变

量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特征。为实现这个目的，我的

分析策略是首先建立一个模型估计 1978 到 1996 年整个历史阶段的职

业转换模式，然后将时间( 风险年) 分成两个阶段:改革的早期阶段

(1978 － 1986 年)和后期阶段(1987 － 1996 年)，并分别建模进行估计。
因此，在每一个单独的分析中，我都估计三组模型，一组是不分时间的

模型(总体样本模型)，第二组是改革早期阶段的模型，而第三组是改

革后期阶段的模型。每一组我估计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基准模型，

只估计控制变量的效应，第二个模型加入了家庭背景变量，以验证家庭

背景的净效应。所有模型都报告了稳健标准误差( robust standard er-
rors)，以校正抽样可能带来的偏差。

( 一) 进入工薪职业类型

图 1 显示了 1978 至 1996 年间不同家庭背景的样本进入工薪职业

类型的风险率(hazard rates)。总体而言，在整个考察的时间段(1978 －
1996 年)，有精英家庭背景( 无论是旧式还是新式精英背景) 的人进入

工薪职业类型的风险率都比非精英家庭背景的人要高，表明家庭背景

确实对改革后的非农职业流动有影响。如果看分历史阶段的情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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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得到更加有趣的发现:在改革的早期(1978 － 1986 年间)，精英家庭

背景的作用尤其明显，而且呈上升趋势;另外，不同精英背景的作用并

不相同，有新式精英背景的个人进入工薪职业的比旧式精英家庭背景

明显要高。但在改革后期(1987 － 1996 年)，精英家庭背景的作用呈下

降趋势，而且新、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作用趋同( 两根线基本重合)。
这表明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确实随时间而变化。

图 1 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风险率(1978 －1996)

表 2 报告了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估计进入工薪职业的回归系

数。第一组模型(模型 1a 和 1b) 反映的是不分历史阶段的情形，但加

入一个时间虚拟变量(改革的早期阶段即 1978 － 1986 年 = 1) 作为控

制。其中模型 1a 是基准模型，只估计控制变量的效应。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进入工薪职业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男性进入工

薪职业的风险率是女性的 2. 15 倍( = e0. 767 ，在 0. 001 的水平上显著)。
年龄的效应是一个正 U 型的曲线，表明开始时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到达某个最低点( 这里计算得到的是大约 47
岁)之后，其风险率开始随年龄而递增。这种现象大致可以理解为新

生的劳动力有更强的意愿从事非农工薪职业，而且他们教育程度较高，

往往更可能被农村中的乡镇或私营企业雇用;而对于年长者，由于其有

更丰富的经验或阅历，因此也更可能受雇于公共部门或企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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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效应十分明显，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有高中或以上学历的人进入

工薪职业的风险率是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的 3. 41 倍( = e1. 228 ，在 0. 001
的水平显著)。党员的效应不显著，表明政治身份对进入工薪职业并

没有帮助。地区特征变量对进入工薪职业的作用也都有统计上的显著

性:与我的预期一致，人均耕地数越多的村庄，村民进入工薪职业的风

险率越低;与省城距离越远，进入工薪职业的可能性也越小;另外，东部

地区的农民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农民。这些地区

特征变量的效应表明，个体的非农职业获得是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

村庄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的。
模型 1b 在 1a 的基础上加入了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精英家

庭背景变量。可以发现，旧式精英家庭背景和新式精英家庭背景这两

个虚拟变量的系数都是正的，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有精英家庭背

景(无论是旧式还是新式)的人更可能进入工薪职业，这与图 1 描述的

模式是一致的。具体说来，有旧式精英背景的人进入工薪职业的净风

险率比没有精英家庭背景的人高出将近 43% ( = e0. 360 － 1 ，在 0. 05 的

水平上显著);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进入工薪职业的净风险率更

高，相当于没有精英家庭背景的人的 2. 01 倍( = e0. 696 ，在 0. 001 的水

平上显著)。这些结果验证了假设 1，即无论是旧式精英还是新式精英

的后代改革后都更可能成为工资劳动者(见表 2)。
表 2 的第二组模型(模型 2a 和 2b)与第三组模型(模型 3a 和 3b)

反映的是改革后不同的历史阶段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模式。模型 2a
和 2b 所显示的模式与模型 1a 和 1b 里的模式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亦

即是说，在改革的早期阶段(1978 － 1986 年)，有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更

可能抓住机会离开土地进入工薪职业:与没有精英背景的人相比，旧式

精英的后代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高出约 86% ( = e0. 618 － 1 ，在 0. 05
的水平上显著);新式精英的后代进入工薪职业的风险率更高，高出约

118% ( = e0. 778 － 1 ，在 0. 001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3a 显示的模式与

2a 的模式是相同的，表明所有的控制变量的效应并不随历史时间而变

化。但是，对比模型 3b 和 2b，我们发现改革后 10 年精英家庭背景的

效应与改革前 10 年相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首先，旧式精英家庭

背景的效应没有了统计显著性，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旧式精英后代进

入工薪职业的优势逐渐消失;其次，虽然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仍然

显著，但是其大小(magnitude)与改革前 10 年相比也下降了(风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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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中国农村地区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的离散

时间风险模型估计(1978 －1996)

变量

整个改革时期

(1978 － 1996 年)

改革前 10 年

(1978 － 1986 年)

改革后 10 年

(1987 － 1996 年)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改革的阶段(1978 － . 558 － . 568 — — — —

－ 1986 年 = 1) (. 105) (. 105) — — — —

性别 . 767 . 784 . 778 . 778 . 773 . 799

(男性 = 1) (. 115) (. 115) (. 158) (. 158) (. 165) (. 166)

年龄 － . 377 － . 382 － . 363 － . 368 － . 373 － . 379

(. 029) (. 029) (. 045) (. 045) (. 038) (. 039)

年龄平方项 . 004 . 004 . 004 . 004 . 004 . 004

(. 000) (. 000) (. 001) (. 001) (. 001) (. 001)

教育程度(高中或 1. 228 1. 198 1. 526 1. 495 . 915 . 901

以上文凭 = 1) (. 116) (. 116) (. 171) (. 170) (. 163) (. 165)

党员 . 431 . 381 . 659 . 619 . 237 . 179

(. 319) (. 321) (. 425) (. 435) (. 454) (. 452)

人均耕地 － . 281 － . 267 － . 282 － . 261 － . 272 － . 272

(自然对数) (. 062) (. 065) (. 091) (. 091) (. 080) (. 084)

与省城的距离 － . 218* － . 218* － . 224 + － . 231 + － . 216 + － . 219 +

(自然对数) (. 094) (. 094) (. 131) (. 130) (. 129) (. 130)

地区 . 746 . 744 . 604 . 609 . 925 . 917

(东部 = 1) (. 114) (. 114) (. 156) (. 156) (. 157) (. 157)

旧式精英 — . 360* — . 618* — . 105

家庭背景 — (. 181) — (. 242) — (. 262)

新式精英 — . 696 — . 778 — . 565*

家庭背景 — (. 165) — (. 217) — (. 247)

常数项 1. 736* 1. 783 . 866 . 922 1. 830* 1. 893*

(. 683) (. 682) (. 970) (. 965) (. 908) (. 906)

观察值 2779 2779 2493 2493 2457 2457

事件数 429 429 225 225 204 204

卡方值 685. 18 695. 26 370. 91 378. 74 370. 43 373. 26

Pseudo R2 . 182 . 186 . 194 . 202 . 173 . 175

说明:括号里的数字是调整后得到的稳健标准误差。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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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进入私营企业主或自雇职业的风险率(1978 －1996)

从 0. 778 下降为 0. 565)。
总结图 1 和表 2 的分析结果，本文发现，旧式和新式精英家庭背景

总体都有助于进入工薪职业类型，特别是在改革的早期(1978 － 1986
年);在改革的后期(1987 － 1996 年)，新式精英家庭的后代仍然更有可

能进入工薪职业，但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已经消失。

( 二) 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类型

图 2 描述了改革后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

职业的风险率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在考察的整个历史时期

(1978 － 1996 年)，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个体进入的风险率明显高于

其他两个群体。而有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个体与非精英家庭背景的个

体的风险率基本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他们

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风险率比后者的还要低(虽然这种区别

不是很明显)。由此看来，改革后，旧式精英的后代更有可能把握市场

机会从事私营经济活动。图 2 反映的模式初步证实了假设 2。
为了严格检验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

净效应，我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进行估计。表 3 报告了模型的系数。
表 3 中的模型建构步骤与表 2 完全一致，即先估计一个整个历史阶段

的模型，然后分成两个阶段分别进行估计，以检验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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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中国农村地区进入自雇职业类型的离散

时间风险模型估计(1978 －1996)

变量

整个改革时期

(1978 － 1996 年)

改革前 10 年

(1978 － 1986 年)

改革后 10 年

(1987 － 1996 年)

模型 4a 模型 4b 模型 5a 模型 5b 模型 6a 模型 6b

改革的阶段(1978 － . 164 － . 153 — — — —

－ 1986 年 = 1) (. 169) (. 170) — — — —

性别 1. 115 1. 103 1. 234 1. 219 . 966 . 963

(男性 = 1) (. 186) (. 187) (. 258) (. 260) (. 275) (. 274)

年龄 － . 171 － . 170 － . 183 － . 183* － . 142 + － . 138

(. 055) (. 055) (. 071) (. 072) (. 085) (. 086)

年龄平方项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教育程度(高中或 . 751 . 724 . 904 . 889 . 543* . 495 +

以上文凭 = 1) (. 174) (. 175) (. 233) (. 233) (. 266) (. 265)

党员 － . 023 － . 031 . 379 . 394 － . 671 － . 714

(. 542) (. 543) (. 644) (. 651) (1. 034) (1. 020)

人均耕地 － . 418 － . 381 － . 469 － . 445 － . 363 － . 309*

(自然对数) (. 083) (. 087) (. 114) (. 118) (. 127) (. 130)

与省城的距离 － . 321 + － . 314 + － . 237 － . 246 － . 403 + － . 377

(自然对数) (. 173) (. 172) (. 244) (. 242) (. 244) (. 244)

地区(东部 = 1) . 938 . 947 1. 044 1. 045 . 807 . 824

(. 180) (. 182) (. 240) (. 241) (. 277) (. 279)

旧式精英 — . 581* — . 524 — . 699*

家庭背景 — (. 235) — (. 330) — (. 335)

新式精英 — . 174 — . 020 — . 361

家庭背景 — (. 315) — (. 435) — (. 449)

常数项 －2. 585* －2. 589* － 3. 393 + － 3. 296 + － 2. 163 － 2. 301

(1. 273) (1. 267) (1. 743) (1. 738) (1. 812) (1. 823)

观察值 2849 2849 2534 2534 2608 2608

事件数 152 152 88 88 64 64

卡方值 217. 44 216. 55 142. 70 143. 73 75. 80 82. 02

Pseudo R2 . 123 . 126 . 146 . 148 . 096 . 101

说明:括号里的数字是调整后得到的稳健标准误差。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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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差异。模型 4a 报告了所有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变量的作用基本都符合预期。首先，与已有的研究一致(吴晓刚，

2006)，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男性进入

该职业类型的净风险率是女性的 3 倍( = e1. 115 ，在 0. 001 的水平上显

著)。年龄的系数是负的并统计上显著，而且年龄的平方项不显著，这

表明年龄与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风险率是反向的线性关系，

即年纪越大进入这类职业的风险率越低。在这里，年龄的效应与进入

工薪职业类型的正 U 型模式(表 2 的模型 1a)并不同，这可能是因为从

事个体或私营企业的风险性更大，而年龄越大，承受这种风险的能力和

意愿越低。教育对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作用非常显著:有高

中或以上学历的人进入该职业类型的净风险率是高中以下学历者的

2. 12 倍( = e0. 751 ，在 0. 001 的水平显著)。党员的效应是负的，表明党

员比非党员更不可能从事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但这种差异并没有

统计显著性。另外，与模型 1a 的模式相似，地区特征变量对进入私营

企业主或个体职业有显著的影响:首先，东部地区的居民比中、西部的

更可能进入;其次，所在村庄人均耕地越多，进入的可能性越小;最后，

离省城的距离越远，成为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者的风险率越低。
表 3 的模型 4b 显示，在 1978 至 1996 年间，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

的人更有可能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类型。控制了所有个人特征

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之后，旧式精英家庭的后代进入的风险率比没有

精英家庭的人高出 79% ( = e0. 581 － 1 ，p < 0. 05)。但是，与没有精英

家庭的人相比，新式精英的后代并不更倾向于进入自雇职业类型。虽

然回归系数(0. 173) 是正的，但是没有统计显著性。与图 2 反映的模

式一致，这里的结果支持假设 2。
表 3 的第二组模型(模型 5a 和 5b)与第三组模型(模型 6a 和 6b)

报告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估计系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模型 5a 和 6a
中所有控制变量的作用与模型 4a 反映的基本是一致的，表明本研究这

些因素的作用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若对比家庭精英背景的作

用(模型 5b 和 6b)，我们得到了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在改革的前 10 年

(1978 － 1986 年)，无论是旧式还是新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都不具有

统计显著性，表明这些新、旧精英的后代在这个阶段都不倾向于进入私

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类型。在改革的后 10 年(1987 － 1996 年)，新式

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仍然不显著，但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显著性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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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说，在改革的后期，旧式精英的后代更可能从事私营企业或个体

职业，他们进入这类职业的净风险率是 无 精 英 背 景 者 的 2 倍 左 右

( = e0. 699 ，p < 0. 05)。这种不同精英背景的效应模式，与估计进入工

薪职业类型的模式(表 2 的模型 3b)完全不同。具体说来，在改革的后

期，新式精英的后代进入工薪职业类型具有优势，但是旧式精英的后代

没有;而对于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而言，情况恰好相反，旧式精

英的后代具有优势，而新式精英的后代则没有。
因此，对比表 2 和表 3 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无论

是旧式还是新式精英家庭背景对其后代进入非农职业类型都有正面的

效应，但精英家庭背景的效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在改革的

早期阶段，旧式和新式精英的后代都更加倾向于进入工薪职业类型，而

在改革的后期，这两种精英的后代在非农化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分野:

旧式精英的后代选择了从事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道路，而新式精

英的后代仍更愿意从事工薪职业。关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关于从事个体职业或私营企业的政策仍有许多不

确定因素，特别是私营企业，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才正式获得合法

地位。为了规避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新、旧精英的后代都

选择了较为保守的非农化道路———在村庄的公共部门或企业里谋一个

职位，赚取工资收入。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关于自雇经营的政策方针都

逐渐明确，为了迅速恢复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旧式精英的后代选择

了风险较大但回报更高的路径———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而对于新

式精英的后代而言，由于再分配时期私营和个体经济行为是被禁止的，

所以他们的家庭缺乏这种个体经营的文化传统，亦即是说他们没有赖

以助其进入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的文化资本，因此，他们依旧选择风

险较低且回报相对高的工薪职业类型来实现经济上的成功。

( 三) 进入农村干部职业类型

如前所述，在中国农村，干部也是经济回报较高的一种职业，因此，

除了估计决定进入工资劳动者和自雇职业的因素之外，我们还对不同

的精英家庭背景是否对进入干部职业有显著的影响感兴趣。统计分析

的策略跟估计前两种职业的一样，但是考虑到地区性特征与个体是否

成为村干部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建立模型的简约性原则出

发，我将三个地区特征变量( 村庄土地数、村庄与省城的距离，以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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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虚拟变量)排除在外，只保留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①

图 3 进入乡村干部职业的风险率(1978 －1996)

图 3 显示了在 1978 至 1996 年间，不同精英家庭背景的后代进入

干部职业的风险率。非常明显，在整个考察的时间内，有新式精英家庭

背景的人进入干部职业风险率远远高于旧式经济背景的人和无精英家

庭背景的人。虽然从图 3 中看，有旧式精英家庭背景的人比无精英家

庭背景的人进入的风险率略高，但两者的差别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
这验证了假设 3。

表 4 报告了使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估计改革后进入干部职业的回

归系数。模型 7a 显示，在 1978 至 1996 年间进入村干部职业的人当中

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进入干部职业的净风险率是女性的 3. 5
倍( = e1. 253 ，p < 0. 01)。教育的作用也非常显著，有高中或以上学历

的人成 为 乡 村 干 部 的 净 风 险 率 是 高 中 以 下 学 历 的 人 的 3. 26 倍

( = e1. 183 ，p < 0. 001)。另外，亦是意料之中的，党员身份对成为村干

部非常重要。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党员进入村干部职业的风险率是非

党员的 12 倍多( = e2. 495 ，p < 0. 001)。而年龄对进入干部职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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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而且对模型的解释力也没有影响。



表 4 对中国农村地区进入农村干部职业类型的离散

时间风险模型估计(1978 －1996)

变量

整个改革时期

(1978 － 1996 年)

改革前 10 年

(1978 － 1986 年)

改革后 10 年

(1987 － 1996 年)

模型 7a 模型 7b 模型 8a 模型 8b 模型 9a 模型 9b

改革的阶段(1978 . 448 . 437 — — — —

－ 1986 年 = 1) (. 281) (. 282) — — — —

性别 1. 253 1. 350 . 698 + . 791 + NA a NA a

(男性 = 1) (. 388) (. 395) (. 414) (. 421) NA a NA a

年龄 . 044 . 0160 . 081 . 043 . 198 . 166

(. 098) (. 098) (. 120) (. 118) (. 184) (. 188)

年龄平方项 － . 001 － . 001 － . 002 － . 001 － . 003 － . 002

(. 001) (. 001) (. 002) (. 002) (. 002) (. 002)

教育程度(高中或 1. 183 1. 105 1. 329 1. 232 . 862 + . 837 +

以上文凭 = 1) (. 302) (. 309) (. 364) (. 377) (. 480) (. 491)

党员 2. 495 2. 488 2. 486 2. 421 2. 474 2. 501

(. 353) (. 365) (. 449) (. 465) (. 528) (. 539)

旧式精英 — . 423 — . 303 — . 530

家庭背景 — (. 449) — (. 637) — (. 647)

新式精英 — 1. 410 — 1. 400 — 1. 265*

家庭背景 — (. 375) — (. 447) — (. 614)

常数项 －9. 253 －9. 120 －8. 692 －8. 416 －10. 86 －10. 50

(1. 635) (1. 641) (1. 858) (1. 833) (3. 382) (3. 427)

观察值 2948 2948 2653 2653 2884 2884

事件数 54 54 33 33 21 21

卡方值 134. 55 132. 93 80. 12 91. 30 50. 59 55. 36

Pseudo R2 . 121 . 138 . 107 . 126 . 097 . 111

说明:括号里的数字是调整后得到的稳健标准误差。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双尾检验)。

注:a 由于在这一阶段进入干部职业的只有男性，所以无法看到性别效应。

影响。
模型 7b 加入了家庭背景变量，我们可以发现，新式精英家庭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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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对进入干部职业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改革后成为干部的净风险率是

非精英家庭后代的 4. 1 倍( = e1. 410 ，p < 0. 001)。对于旧式精英家庭

的后代，他们与非精英家庭的后代进入干部职业的机率没有差异( 虽

然风险系数是正的，但数值很小且没有统计显著性)(见表 4)。这些结

果与图 3 所描画的模式是完全一致的，也支持假设 3。
分不同历史阶段的模型(模型 8a、8b，以及模型 9a 和 9b)显示的模

式与模型 7a 和 7b 报告的模式高度一致，表明家庭精英背景因素，以及

其他个人特征因素对进入干部职业的效应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

化。总体说来，改革以后，由于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连续性，新式精

英的后代进入村干部职业有很大的优势，而旧式精英的后代仍没有可

能进入农村权力中心。

六、总结与讨论

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从再分

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同时也包括因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带

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就是说，改革后中国农村居民所面临

的新的经济机会不仅仅来自市场，还来自新的经济结构。机会结构的

多元化造就了通过不同方式获得经济成功的职业群体。本文主要关注

农村中经济收入回报较高的三种职业:工资劳动者、私营企业主或个体

职业，以及农村中的干部。
本研究考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文化———旧式精英文化和新式

精英文化———对进入以上三种精英职业类型的影响。旧式精英是指解

放前中国农村传统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群体，而新式精英则是再分

配经济时期农村中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无

论是旧式精英还是新式精英的后代，改革后都更可能成为“赢家”，但

是在通向社会上层的道路选择方面，两种精英的后代是有区别的。首

先，不管是改革的早期还是后期，新式精英的后代都更可能成为权力精

英———进入干部职业群体，而旧式精英的后代于此几乎没有什么机会。
这种模式反映了改革后中国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其次，在进入权力精

英之外的经济精英职业类型上，两种精英家庭背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作用并不相同。在改革的早期，两种精英家庭的后代都选择工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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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为获得经济利益的途径;而在改革的后期，新、旧精英家庭的后代

在道路选择上出现了分野:新式精英的后代依然选择工资劳动者职业

类型，而旧式精英的后代则选择了风险较高但回报更大的私营企业主

或个体职业类型( 数据显示，这种职业类型在农村中的收入是最高

的)。
基于这些发现，并根据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本文提出了“精

英文化的代际传承”的观点，以解释不同的精英家庭背景影响中国农

民生活机会的经验事实。在理论方面，本研究的发现也验证了文化因

素(在微观的层面上)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以及(在宏观的层面上)

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及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这也表明，在研究市

场转型的时候，制度、结构和文化这三个维度都需要顾及。
本研究的发现对改革以后中国农村的治理是有借鉴意义的。旧式

精英和新式精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甚

至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正如本研究结果显示的，虽然在道路选择方

面有差异，改革之后他们都进入了农村社会的上层，但是他们之间不再

是以前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势均力敌。他们之间的合作、竞争或者

冲突都将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在 1996 年收集的，因此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本文的分析中

无法反映出来。例如，随着乡镇企业的逐渐衰退、中国城市经济的急速

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开始了很

大的变化，大批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农村青年涌向城市寻找新的经济机

会。这些变化无疑会影响农村中的社会流动模式。这些变化如何影响

“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模式，尚需新的数据做进一步的研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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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property ownerships，but also the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is means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ones. In the eyes of young rural workers，“city life”may also have
its specific meaning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theo-
retical assump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rural labor researches in a Marxist perspective，

then discusses ho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ICT) studies can be
one of the other possible ways to examine contemporary Chinese labor situation.
Based up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lay of young rural workers and ICTs，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living ecologies and social meanings of“work”in young work-
ers’life courses need to be 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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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For those in old-elite families，their choices varied with time: during the ear-
lier stage of reform (1978 － 1986)，they chose to enter wage labor occupations;
while during the later stage (1987 － 1996)，they chose to enter rural entrepreneur or
self-employed occupations. To explain this，the paper adopts the cultural reproduc-
tion theory proposed by Bourdieu，arguing that elite culture transmitted across gener-
ations facilitates economic success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 in r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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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5 ( CGSS
2005)，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civil disputes are distributed among different so-
cial classes and how they respond to those disputes through mobilizing various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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